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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技术之一，数字孪生所具备的精准映射及精准预测功能成为推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数字技术特点与农业发展理论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理论形成提供了逻辑支撑，其体系架构是指由物理生长环境向数字空间映射，经过数据采集、处理、存储及建模后，再向物理对象反馈的过程。基于此，以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计算依据，以数字技术水平作为数字孪生发展的衡量指标，采用SBM-ML方法计算2012－2021年中国31个地区（未含港澳台地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采用耦合度方法对数字技术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协调性水平进行测算。针对区域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数字技术发展水平的协调程度及空间分布特征，数字孪生提升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演进路径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分别是基于关键环节孪生的单点应用、基于孪生互动的综合集成、基于动态推演的智能优化及基于孪生协同的生态系统优化。数字孪生技术在农业生态系统优化上的实施路径应当具有结构性和递进性，同时考虑地区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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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motion Impact of Digital Twin on Agricultural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Logical Basis, System Architecture, and Evolutionary Path
Wang Shurong
( Zhan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anjiang 524088,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core technology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digital twin's precise mapping and predictive capabilities have become a key driver for fostering new high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agriculture.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with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ories offers a 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emergence of these innovative productive forces. The system architecture of digital twin involves mapping the physical growth environment into a digital space, encompassing processes such as data collection, processing, storage, modeling, and subsequently providing feedback to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Based on this, using agricultura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s the calculation basis for agricultural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taking digital technology level as the measurement indicator for digital twin development, the SBM-ML method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agricultura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31 regions in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from 2012 to 2021. The coupling degree method is employed to evaluate the coordination level between digital technology and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Regarding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agricultura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digit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he evolutionary pathways of digital twin in enhancing agricultural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xhibit distinct focal points. These pathwyas include: single-point applications based on key process twin , integrated solutions driven by twin interaction, intelligent optimization through dynamic simulation, and ecosystem optimization enabled by twin collabor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of digital twin technology in optimizing agricultural ecosystems should be structured and progressive, while considering regional specif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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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到“新质生产力”这一新词汇，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指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农业新质生产力则是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效率、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实现农业新质生产力跨越发展的必然选择。
[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23]中国政府多次在重要会议与文件中明确数字技术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党的二十大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主要依托数字技术的赋能，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农产品质量及农村经济效益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过程。2022年1月，中央网信办等十部门印发《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将加快农业生产数字化改造、培育农业新业态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任务。2022年3月，国务院颁布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大力提升农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物流等环节的数字化水平。
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技术之一，数字孪生技术所具备的实时性、精准性、交互性与可视化等特点，可以有效地提升农业新质生产力。数字孪生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表现为创建一个与实际农业生产环境相匹配的虚拟模型，这个模型能够实时反映并模拟真实的农业生产活动，通过物联网传感器、卫星遥感、大数据分析等先进技术，数字孪生能精确监测农业生态环境和作物生长全过程，实现智能化、精确化、目标化与动态化的管理目标[1]。
为此，通过梳理以往学者关于农业效率性、生态性与可持续性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逻辑基础进行了阐述，同时基于数字孪生的技术结构提出了其在提升农业新质生产力方面的体系架构，并探索了数字孪生技术提升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模式与演进路径。
1文献综述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凝聚了国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深邃理论洞见和丰富实践经验。自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提出后，学界对于新质生产力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内涵、驱动要素与实现路径3个方面。在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方面，学者的主要观点划分为双维度、三维度与多维度。姜奇平[2]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结合的角度认识新质生产力；戴翔[3]提出，新质生产力体现在新、质、力3个维度，分别代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新起点、超越传统物质变换范畴的质变以及热力、电力、网力到算力的升级；赵峰等[4]从技术形态、发展阶段和人类社会生产力演进3个层面探寻新质生产力的丰富内涵；高帆[5]认为，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表现在结果、要素、要素组合、产业形态、保障等多个维度。在新质生产力的驱动要素方面，主要分为理念驱动型与科技驱动型。姚宇等[6]分别从创新理念、协调发展理念与开放理念角度论证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张辉等[7]认为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科技创新通过产业升级与产业布局优化使新质生产力巩固了应用的着力点。在实现新质生产力的路径层面，刘典[8]认为要重点处理好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间、产业规模扩张与转型升级，以及自主技术创新与对外开放合作这3组重要关系；翟绪权等[9]提出以数字经济通过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增强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融通，从微观、中观、宏观3个层面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在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领域，有关研究相对有限。郑建[10]提出通过强化顶层设计、推进“数商兴农”工程、攻克关键技术、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等措施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侯冠宇等[11]提出东北农业的未来发展需要采取宏观、系统和前瞻的战略思维，将培育推动东北全面振兴的新质生产力与加强技术研发和推广、培育现代农业人才、有效整合农业产业链相结合；王琴梅等[12]提出数字农业新质生产力需要通过加快培养农业数字化人才、优化配置数字化农业劳动资料以及提升农业数字化价值链3个途径实现。
通过回顾梳理有关文献发现，目前对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内涵解释与定性实现路径，较多地侧重于方向性与战略层面，而对于具体策略方面的研究较少。为此，从逻辑角度阐明数字技术与农业理论对于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支撑，同时从数字孪生与农业融合的流程架构出发，结合区域数字技术与农业产业的协调水平，为区域数字孪生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模式与演进路径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2 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理论基础与逻辑结构
农业新质生产力强调以数字化颠覆性创新为技术特征，以数智化、集成化、精准化、绿色化为形态特征，以自然资源再生与社会资源优化的可持续性为配置特征，呈现全新的农业劳动者、农业劳动对象和农业劳动资料的新型生产力[13]。这一概念涵盖了农业效率性、生态性与可持续性等特点，对现代农业发展理论进行了精辟的总结，同时也前瞻性地预见了未来农业的发展趋势。
[bookmark: _Hlk186120345]农业新质生产力概念的形成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是对相关研究成果的继承与拓展。其基于的典型农业发展理论包括精准农业理论、智能农业理论、生态农业理论及农业全产链理论。精准农业理论是由美国农业工程师John Stafford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需要补标著录John Stafford的原文献】，主要观点是通过对土壤、气象、作物生长等多种因素的精准监测和管理实现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以提高土地、水资源、肥料及农药等投入品的使用效率，同时提升农产品质量和产出效益。在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精准农业成为世界各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战略选择[14]。智能农业理论是在智能技术和农业领域相互融合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其概念和实践始于21世纪初，主要特点是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对农业生产进行智能化决策。生态农业理论最早由美国农学家艾伦·查德威克（Allan Chadwick）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该理论强调农业的价值不仅包括由生产功能带来的经济价值，还包括生态服务功能蕴含的生态价值[15]。农业全产业链的概念始于21世纪初，是在农业产业链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概念，该理论强调围绕消费者这一核心要素，通过整合产业链资源与一体化管理运营，增强产业链上下游协作，提高整体运行效率，以实现产业链内所有关联企业的共同增值[16]。
综上所述，20世纪70年代至今提出的有关于现代农业的发展观点都是围绕数字技术赋能农业展开的。数字技术所具备的实时精准性、可持续扩展性、智能化自适应性及跨学科跨领域性成为实现农业跨越性发展的重要引擎。数字技术凭借其在农业精准化、智能化、生态化和全产业链化方面的应用优势，拓宽了农业的经营空间，提升了农业经营的生产效率[17]，加速了从传统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的嬗变，赋予了农业新质生产力深刻的产业特征和要素组合内涵，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构建提供了逻辑基础，更为推进从理论到实践的衔接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数字技术特点与农业发展理论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逻辑支撑（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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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基于数字技术与农业发展理论的农业新质生产力逻辑结构
3 数字孪生提升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体系架构
数字孪生系统是一个由物理生长环境向数字空间映射，经过数据采集、处理和存储，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相关技术进行农业相关环节的建模，进而实现流程描述、问题诊断、预测优化等功能，再向物理对象反馈的过程，这一过程能够为农业全产业链提供智能化管理[18]。数字孪生技术的体系架构由物理层、控制层、数据层、模型层及功能层5个部分构成（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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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农业数字孪生体系架构

3.1物理层
物理感知层构建了一个与现实世界高度对应的数字化映射，通过应用物联网技术和多元化传感装置，将传统农业场景下的复杂生态系统在信息系统实现精准映射。物理层基于农业产业链条的多层次性和广泛异质性，从土壤质量、微观气候环境到各类农作物不同的生长习性及环境适应性要求，布局一整套由各类传感器组成的密集网络，如土壤温湿度传感器、光照强度传感器、气象站、植物生理生态监测器等，形成一个全天候、全方位的实时监测体系。这些传感器不仅能够实时捕获影响农作物生长的底层物理信息，还能跟踪记录农作物生长发育的关键指标，从而为农业科学化决策提供可靠的保障。
3.2数据层
农业产业所产生的数据流呈现大规模、多维属性以及个性化强的特点，系统架构设计应遵循覆盖全生命周期的观测策略，以保证所获取数据的完整性、及时性以及覆盖范围的有效性。数据层的关键任务在于实时捕获与作物生长相关的数据，通过科学有效的数据治理体系，保证这些数据在源头上的实时性与可靠性，进而为模拟仿真、智能分析与决策支持提供坚实可靠的数据基础。数字孪生的数据采集与管理不仅是数字孪生系统实现精确反映与预测农业生态系统动态演化过程的前提，也为推动精细化管理、提升生产效率提供了可靠的数据保障。
3.3控制层
在控制系统层面，数字孪生技术依托数据处理算法和精细的数据分析框架，对复杂的数据流进行高效且精准的解析，揭示农作物在其整个生长发育过程中的关键动态演变特征，制定针对特定农作物生长环境和生理特性的精确调控策略。例如，在实时获取土壤湿度、养分含量以及气候参数的基础上，能够实现对灌溉时间和强度的自动化精准调节；结合农作物在不同生长阶段的营养需求特点，智能优选并调配适宜的肥料类型及其施用量；基于对病虫害发生先兆特征的分析，提前部署预防性的生物防治或化学干预措施，以确保农作物健康生长。
3.4模型层
模型层是数字孪生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该层面通过对农作物品种特性、全生命周期内不同生长阶段、气候变化对其生长影响机制等相关数据的分析，建立一套精准反映农业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及其动态响应的数学模型体系。该体系涵盖了农作物从播种到收获的全过程，能够真实模拟农作物生长发育的各个环节，精确量化农作物不同生长阶段的生态特点，为农业生产活动提供科学精确的决策依据。模型层通过综合分析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土壤质地等多种因素，指导合理布局农作物生产基地，优化土地利用、水资源配置、种子选育、肥料施用等种植资源的分配策略，最大限度地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与效益。
3.5功能层
农业数字孪生的功能层表现为农业流程描述、问题诊断、趋势预测及优化决策4个能力级别的应用。流程描述是对农产品生长环境及生长过程中的关键指标参数进行准确的数字化描述，使农业从业人员能够全面掌握农业对象的整体状况；问题诊断是指基于农业数据模型和对农业生产过程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诊断，找出问题的根源，为后续的处理提供依据；趋势预测是指利用模型和算法对农产品的生长趋势及生长环境因素进行预测，如农业资料投入的时间与配比、病虫害发生的潜在风险、农业设备可能的故障等，以更有效地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优化决策是指根据描述、诊断和预测的结果，为农业从业人员提供决策支持，以保证农业决策的持续有效性。
4研究设计
4.1研究思路
数字孪生所具有的精准映射、实时更新、共生演进等特点使其不断拓展应用空间，但数字孪生发展水平的指标构建尚未在学界形成共识性的研究成果。基于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概念全要素生产力，以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计算依据，以数字技术水平作为数字孪生发展的衡量指标，通过计算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数字技术水平耦合协调度水平，规划数字孪生推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演进路径。
4.2指标选取
[bookmark: OLE_LINK24]（1）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全要素生产率（TFP）是Hall等[19]用来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1957年Solow[20]首次将劳动、资本之外的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值定义为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全要素生产率也被称为索洛余值。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是针对农业生产效率提出的，该指标不仅能衡量农业资源投入的利用效率，还将环境因素纳入指标体系之中，从而有效地衡量地区农业绿色发展的综合效率[21]。由于数字技术的相关衡量指标在2012年以后相对完善，基于2012－2021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可以确保10年的考察期对所研究的问题形成相对系统的定量结论。因此，采用SBM-ML方法计算中国31个地区（未含港澳台地区，下同）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所采用的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体系
	类型
	指标
	单位

	

投入指标
	从业人数
	万人

	
	农业播种面积
	103 hm

	
	有效灌溉面积
	103 hm

	
	农业化肥施用量
	104 t

	
	农业机械动力
	104kW

	
	农药使用量
	104 t

	
	塑料薄膜使用量
	104 t

	期望产出
	农业总产值
	亿元

	非期望产出
	碳排放
	104 t



（2）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在参考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取数字技术基础建设、业务发展、研发专利3个一级指标、6个二级指标及12个三级指标对区域数字技术水平进行测算，并采取熵值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见表2）。
表2  数字技术水平指标及熵权值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熵权值

	
基础建设
	硬件建设
	光缆长度/km
	0.094

	
	
	移动电话基站数/万个
	0.092

	
	使用普及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万个
	0.118

	
	
	移动电话普及率（每百人部数）
	0.091

	
	
	互联网域名数/万个
	0.070

	
业务发展
	软件开发
	软件从业人员/万人
	0.050

	
	
	软件产值/亿元
	0.170

	
	电信业务
	电信业务量/亿元
	0.083

	

研发专利
	专利申请
	专利申请授权数/件
	0.028

	
	R&D水平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人年
	0.11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万元
	0.05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项目数/项目
	0.032


4.3研究方法
（1）SBM-ML方法。作为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典型方法，该方法不仅具有传统全要素生产率技术的系统性和结构框架，还可以同时模拟多投入和多产出生产过程，考虑了环境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因此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根据刘亦文等[14]【与后文著录不一致，请核实】研究，SBM的函数表达式为
                    （1）
                         （2）
式（1）（2）中：k（k=1,2,...,K）表示样本的决策单元个数；m（m=1,2,...,M）、i（i=1,2,...,I）、n（n=1,2,...,N）分别表示每个决策单元投入、非期望产出和期望产出，其中投入向量为x、期望产出向量为y、非期望产出为u； 分表示投入松弛变量、期望产出变量和非期望产出松弛变量；表示各决策单元的权重；目标函数时表示生产单位有效，时表示生产单位存在效率损失。 
基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L生产率指数表达式为
     （3）


式（3）中：绿色生产率指数ML可分解为环境技术效率变化（EC）和环境技术进步（TC），当ML、TC与EC均大于1时，说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进步和环境效率有所改善；而ML、TC与EC任何一项指标小于1时，则说明对应的指标效率存在损失。
（2）耦合度法。采用耦合度方法对数字技术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协调性水平进行测算。耦合度指数可以反映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与相互制约程度[22]。分别用U1和U2表示数字技术水平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T为协调度指数，D为协调度，α和β分别表示上述两个因素对总体的贡献度，α=β=1/2。具体地，首先计算U1和U2之间的协调度C，即
               （4）
然后计算协调度指数T为
                  （5）
最后计算协调度D为
                       （6）
[bookmark: OLE_LINK1]通常认为，耦合度协调指数处于[0.8,1.0]为高度协调，处于[0.6,0.8)为良好协调，处于[0.4,0.6)为基本协调，处于[0.2,0.4)为濒临协调【语义不明，应为濒临失调？】，处于[0,0.2)为失调衰退。
（3）莫兰指数法（Moran's I）。莫兰指数法是一种用于度量空间数据相关性的重要统计指标，由澳大利亚统计学家帕特里克·阿尔弗雷德·皮尔斯·莫兰在1950年提出 [23]【无须科普】。莫兰指数的值分布在-1和1之间，当Moran's I值大于0时，表示存在空间正相关性，其值越大，空间相关性越明显；当Moran's I小于0时，表示存在空间负相关性，其值越小，空间差异越大；当Moran's I值接近于0时，空间呈现随机性分布，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性[24]。莫兰指数分为全局莫兰指数和局部莫兰指数，具体如下所示。

                          （7） 


                                    （8）

式（7）（8）中：与 分别代表全局莫兰指数与局部莫兰指数，其中全局Moran's I值测度所有观测值之间的整体空间模式，局部Moran's I值测度特定观测值与及其空间邻近观测值之间的空间模式；n表示区域总数【与上文的n代表含义不一致，请修改】，与分别表示i地区【i在上文已经代表了“非期望产出”，同个变量符号只能代表一个含义，请修改】与j地区的综合得分。为所Moran's I有地区【？】的平均得分；为空间权重矩阵元素，且。
5结果与分析
5.1 耦合协调水平
表3为中国31个地区数字技术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耦合协调指数的结果。从时间维度而言，各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数字技术水平协调程度均呈现不同程度的提高趋势。从区域维度而言，华东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普遍较高，华南地区与中南地区次之，西北地区及西南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偏低。从时间维度来看，2012年，有3个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处于濒临失调状态，24个地区处于基本协调状态，4个地区处于良好协调状态，未出现高度协调状态的地区。2021年，青海、西藏与宁夏3个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虽然有所提升，但仍处于濒临失调状态；与2012年相比，2021年维持基本协调状态的地区为9个，处于良好协调状态地区的数量增至14个，出现了5个处于高度协调状态的地区，分别是北京、江苏、浙江、山东与广东。
表3  中国31个地区数字技术与绿色全要素生率的耦合协调水平年度分布
	区域 
	省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均值 
	平均协调
水平
	均值
排名/位

	

华北
	北京
	0.61
	0.66
	0.64
	0.69
	0.78
	0.78
	0.79
	0.80
	0.82
	0.82
	0.74
	良好协调
	2

	
	天津
	0.40
	0.44
	0.44
	0.45
	0.44
	0.44
	0.47
	0.49
	0.52
	0.51
	0.46
	基本协调
	27

	
	河北
	0.54
	0.59
	0.58
	0.59
	0.61
	0.65
	0.66
	0.68
	0.71
	0.77
	0.64
	良好协调
	9

	
	山西
	0.46
	0.50
	0.50
	0.50
	0.51
	0.51
	0.53
	0.56
	0.59
	0.62
	0.53
	基本协调
	18

	
	内蒙古
	0.45
	0.50
	0.48
	0.48
	0.49
	0.50
	0.52
	0.53
	0.55
	0.55
	0.51
	基本协调
	22

	
东北
	辽宁
	0.51
	0.58
	0.51
	0.52
	0.58
	0.58
	0.59
	0.59
	0.62
	0.65
	0.57
	基本协调
	14

	
	吉林
	0.43
	0.48
	0.45
	0.46
	0.46
	0.48
	0.50
	0.52
	0.54
	0.50
	0.48
	基本协调
	26

	
	黑龙江
	0.48
	0.51
	0.52
	0.61
	0.53
	0.60
	0.60
	0.56
	0.59
	0.56
	0.56
	基本协调
	16

	

华东
	上海
	0.52
	0.58
	0.56
	0.57
	0.6
	0.64
	0.65
	0.64
	0.66
	0.68
	0.61
	良好协调
	11

	
	江苏
	0.62
	0.66
	0.65
	0.66
	0.69
	0.72
	0.73
	0.76
	0.80
	0.85
	0.71
	良好协调
	4

	
	浙江
	0.60
	0.70
	0.65
	0.67
	0.73
	0.74
	0.77
	0.8
	0.82
	0.83
	0.73
	良好协调
	3

	
	山东
	0.58
	0.64
	0.68
	0.67
	0.66
	0.67
	0.68
	0.71
	0.75
	0.81
	0.69
	良好协调
	5

	
	福建
	0.53
	0.57
	0.55
	0.57
	0.62
	0.67
	0.73
	0.73
	0.73
	0.72
	0.64
	良好协调
	9

	
	江西
	0.45
	0.49
	0.47
	0.48
	0.52
	0.54
	0.53
	0.59
	0.63
	0.61
	0.53
	基本协调
	18

	
	安徽
	0.49
	0.53
	0.51
	0.52
	0.55
	0.57
	0.59
	0.62
	0.66
	0.65
	0.57
	基本协调
	14

	
中南
	河南
	0.55
	0.59
	0.57
	0.59
	0.63
	0.67
	0.67
	0.72
	0.76
	0.72
	0.65
	良好协调
	7

	
	湖北
	0.51
	0.55
	0.53
	0.54
	0.59
	0.58
	0.59
	0.62
	0.66
	0.65
	0.58
	基本协调
	12

	
	湖南
	0.49
	0.53
	0.52
	0.53
	0.56
	0.59
	0.59
	0.65
	0.66
	0.67
	0.58
	基本协调
	12

	
华南
	广东
	0.69
	0.77
	0.76
	0.78
	0.81
	0.81
	0.83
	0.89
	0.93
	0.91
	0.82
	高度协调
	1

	
	广西
	0.47
	0.51
	0.51
	0.52
	0.53
	0.54
	0.57
	0.60
	0.62
	0.63
	0.55
	基本协调
	17

	
	海南
	0.55
	0.59
	0.57
	0.59
	0.63
	0.67
	0.67
	0.72
	0.76
	0.72
	0.65
	良好协调
	7

	
西南
	四川
	0.56
	0.61
	0.58
	0.59
	0.63
	0.67
	0.71
	0.75
	0.72
	0.76
	0.66
	良好协调
	6

	
	重庆
	0.43
	0.48
	0.45
	0.46
	0.50
	0.49
	0.51
	0.55
	0.56
	0.55
	0.50
	基本协调
	23

	
	云南
	0.48
	0.50
	0.49
	0.49
	0.50
	0.52
	0.55
	0.59
	0.60
	0.61
	0.53
	基本协调
	18

	
	贵州
	0.44
	0.48
	0.46
	0.47
	0.48
	0.47
	0.49
	0.53
	0.58
	0.57
	0.50
	基本协调
	23

	

西北
	陕西
	0.47
	0.51
	0.48
	0.49
	0.51
	0.54
	0.53
	0.56
	0.59
	0.60
	0.53
	基本协调
	18

	
	甘肃
	0.41
	0.44
	0.41
	0.41
	0.44
	0.44
	0.47
	0.5
	0.53
	0.55
	0.46
	基本协调
	27

	
	青海
	0.33
	0.36
	0.35
	0.36
	0.37
	0.38
	0.38
	0.40
	0.40
	0.42
	0.38
	濒临协调
	29

	
	宁夏
	0.31
	0.33
	0.32
	0.32
	0.33
	0.34
	0.37
	0.38
	0.39
	0.38
	0.35
	濒临协调
	30

	
	西藏
	0.27
	0.29
	0.30
	0.31
	0.31
	0.34
	0.36
	0.37
	0.38
	0.37
	0.33
	濒临协调
	31

	
	新疆
	0.44
	0.47
	0.45
	0.46
	0.47
	0.49
	0.49
	0.51
	0.54
	0.55
	0.49
	基本协调
	25



5.2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利用Stata 16.0软件分别测算中国31个省份的数字技术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耦合协调度的全局空间自相关与局部自相关水平。
（1）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2012－2021年数字技术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耦合协调度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水平Moran's I值如表4所示。可见，研究期内整体Moran's I值均在1%或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但整体的空间自相关程度在研究期间略有下降。
表4 数字技术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协调度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
	年份
	Moran’s I
	Z 检验
	P值
	年份
	Moran’s I
	Z 检验
	P值

	2012
	0.201 0
	2.809 4
	0.010
	2017
	0.186 0
	2.541 8
	0.013

	2013
	0.201 0
	2.827 1
	0.001
	2018
	0.188 7
	2.608 3
	0.011

	2014
	0.223 0
	3.039 7
	0.005
	2019
	0.175 1
	2.465 2
	0.010

	2015
	0.187 0
	2.712 1
	0.009
	2020
	0.198 3
	2.861 0
	0.011

	2016
	0.201 9
	2.769 8
	0.011 
	2021
	0.185 2
	2.463 5
	0.014


（2）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如表5所示，根据局部空间Moran's I值分为4个象限，用来解释观测值与其邻近区域之间的关系。第一象限的地区为高高集聚区，代表耦合程度高的省份被水平较高的省份包围，其空间联系表现为扩散效应；第二象限的地区为低高集聚区，代表耦合程度低的省份被水平较高的省份包围，其空间联系表现为过渡区域；第三象限的地区为低低集聚区，代表耦合程度低的省份被水平较低的省份包围，其空间联系表现为低速增长区域，第四象限为高低集聚区，代表耦合程度高的省份被水平较低的省份包围，其空间效应表现为极化效应。
（1）高高集聚区域：高高集聚区域的数量随时间推移呈增长的趋势。2012年高高地区为10个，2015年数量保持不变；2018年和2021增长至12个，增加的两个省份为安徽与湖北，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于华东、中南与华南地区，3个区域的耦合协调扩散效应明显。
（2）低高集聚区域：低高集聚区域的数量随时间的推移呈小幅减少的趋势。2012年低高地区为5个，2015和2018年均减少至4个，2021年减少至3个。安徽于2018年和2021年由低高集聚区域转入高高集聚区域，其原因是该省受益于华东地区耦合协调水平的溢出效应。
（3）低低集聚区域：低低集聚区域的数量随时间推移基本保持稳定。2012年该区域包含了13个地区，主要分布在西北、华北和西南地区；2015年数量保持不变，黑龙江由低低集聚区域转移至高低集聚区域，山西则由低高集聚区域转移至低低集聚区域；2018年与2021年处于低低集聚区域数量均为12个，主要分布在华北、西北与西南地区。
（4）高低集聚区域：高低集聚区的数量随时间的推移基本保持稳定。2012年，高低集聚区域共包含3个地区，分别是北京、辽宁和四川；2015年、2018年及2021年，黑龙江位列高低集聚区域，说明该省在上述3个年份的耦合协调水平有明显提升，但其邻接地区吉林与内蒙古的耦合协调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

【2015年一行少一个省份？】
【为何只展示了2012、2015、2018、2021四年的数据？需要解释】
表5 数字技术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协调度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
	年份
	高高集聚区域
	低高集聚区域
	低低集聚区域
	高低集聚区域

	2012
	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山东、河南、福建、湖南、广东、海南
	天津、山西、安徽、江西、广西

	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湖北、陕西、重庆、贵州、云南、甘肃、
青海、宁夏、西藏、新疆
	北京、辽宁、四川

	2015
	河北、上海、江苏、
浙江、山东、河南、
福建、湖南、广东、
海南
	天津、安徽、江西、广西

	山西、内蒙古、吉林、陕西、重庆、云南、贵州、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
	北京、黑龙江、辽宁、四川

	2018
	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福建、湖北、湖南、广东、海南
	天津、山西、江西、广西

	内蒙古、吉林、陕西、重庆、云南、贵州、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
	北京、辽宁、黑龙江、四川

	2021
	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湖北、河南、湖南、福建、广东、海南
	天津、江西、广西
	山西、内蒙古、吉林、重庆、云南、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
	北京、辽宁、黑龙江、四川


6 数字孪生提升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演进路径
数字孪生技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场景。以数字孪生提升区域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演进路径要综合考虑区域特性、资源整合难度及风险可控程度等因素。中国幅员辽阔，各区域的自然条件与技术水平差异性明显。针对不同地区的数字技术水平与农业发展基础，应因地制宜，选择适合区域发展特点的农业数字孪生模式。
[bookmark: OLE_LINK25]6.1基于关键环节孪生的单点应用 
基于数字孪生的单点应用【跟小标题不一致。全文应注意统一表述】是指基于农业生产中的特定环节进行建模，并与其实时运行状态保持同步应用。基于关键环节孪生的单点应用是指针对农业生产过程中某一具体环节实现精细化管理和优化，比如对灌溉系统进行精准控制，对农业机械化进行智能设计与控制[25]，或是对病虫害发生情况进行实时预警，因聚焦度高、针对性强，且成本投入相对较低，便于快速推广和应用。但是，单点应用的局限性也很明显，由于单点应用系统是针对独立的生产环节进行数字化升级，各环节间的数据并未形成有效的流通与共享，易导致信息壁垒，无法形成对农业生产全过程的全局最优决策。在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和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滞后的地区【解释为何在这些地区会更适用。需给出原因】，如西北、西南以及华北部分地区，基于数字孪生的单点应用模式较为适用。
6.2基于孪生互动的综合集成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应当积极推广单点应用向综合集成应用的过渡，打破环节间的壁垒，构建全流程、全要素的数字孪生农业系统。通过综合集成，可以实现对农业生产多个环节的同时优化，各环节之间能够实现数共享。由于技术进步和农业生产需求的不断演进，综合集成系统展现出良好的灵活性及可扩展性，能够根据最新科技成果和市场需求，有效地实现系统的功能扩展。但是，综合集成对农产品所处技术环节的协同性要求较高，需要推动多个生产环节和技术部门的协作，这意味着在系统设计与实施过程中需要付出较高的资本投入及较高的运营管理成本。北京、辽宁、黑龙江与四川的数字技术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耦合水平近年来保持在较高水平，但其周边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较低。在实现单点突破后，可以考虑将上述地区作为综合集成的示范区域，以对周边省份形成有效辐射、引领与带动作用。
6.3基于动态推演的智能优化
在基于动态推演的智能优化中，数字孪生技术通过实时监测和分析生产过程中的关键参数和指标，建立农业生产的数字孪生模型，预测未来的生产趋势和潜在发生问题，有效应对农业全生命周期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问题[26]。基于动态推演的智能优化效能的发挥是以可靠、完整且实时更新的数据作为支撑的，这就对应用区域的数字化水平提出了较高要求，包括完善物联网设施以确保数据采集的准确性与完整性，搭建高效的云计算平台以支持复杂的模型计算与模拟推演工作。动态推演的智能优化模式更适合在数字化建设较为成熟、信息技术应用广泛的地区先行示范和推广，例如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及广东等省份，这些地区拥有较好的信息化基础设施，且在农业生产中已积累了一定的数字化实践经验。上述区域推行该模式可以发挥示范效应和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地区农业技术的进步与创新，进而加速农业智能化的进程。
6.4基于孪生协同的生态优化
基于孪生协同的生态系统优化侧重将数字孪生应用于整个农业生态系统管理，综合平衡生态系统的各环节的相互作用。实现数字孪生技术在农业生态系统优化上的协同应用，需要政策导向、技术研发创新、人力资源开发以及充足资金投入等多因素的联动。这种模式的开展可以从两个方面开展。一方面，以华东、华南、中南等数字技术水平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耦合协调程度高的地区作为先行示范区，率先实施数字孪生技术的集成示范项目；另一方面，聚焦青海、新疆、西藏等自然环境条件复杂且对可持续农业发展有着迫切需求的地区，优先定制开发数字孪生系统，满足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要求。 
7 结论与展望 
农业生产具有生长周期长、生产要素多样化、受自然条件影响程度大等特点。数字孪生所具备的实时监测管理、数据驱动决策及风险管理预警等特点为农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提供新动能，对实现农业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7]。本文聚焦数字孪生技术在提升农业新质生产力领域的应用，通过对逻辑基础、体系架构与演进路径的探讨，揭示了数字孪生在农业产业中的潜力和应用前景。以数字孪生技术对农作物生长过程的环境因素进行智能分析、可视化展示和智能化调节，可以达到合理利用农业资源、动态调节环境因素、提高农作物产品和质量的目的[28]。
数字孪生技术在农业生态系统优化上的实施路径应当具有结构性和递进性的特点，同时考虑地区特殊性的要求。其中，农业数字孪生关键环节的单点应用模式可以在西北、西南与华北地区推行；综合集成模式以黑龙江、辽宁、北京及四川为核心区域展开，以对周边地区形成良好的辐射带动作用；动态推演优化模式适用于中南与华南等农业基础良好、数字技术水平高的地区。另外，孪生协同优化的推进思路包括两条路径，一是优先发展数字技术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耦合协调程度高的地区；二是针对环境复杂度高、对可持续农业转型需求迫切性的地区，优先定制开发适应当地复杂环境的孪生协同的生态系统，以实现各地区农业的协调与平衡发展。
由于数字孪生技术在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可借鉴的研究成果较少，本文所提出研究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深化。未来的研究方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深入挖掘数字孪生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案例，以规模性应用案例为重点研究对象，探索数字孪生技术在不同地区和农业子行业中的应用效果；二是进一步分析数字孪生技术在农业领域所面临的局限性，提出突破性的解决方案与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为数字孪生技术在农业新质生产力领域的应用提供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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